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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王新星，陈　 涛∗，李　 敏，王雪辉，王跃中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南海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０

摘要：２０１２ 年采用船基截线法在珠江口西部河口进行了中华白海豚（Ｓｏｕ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调查，并同步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环境要素

进行了现场采样测定，以分析该水域中华白海豚空间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利用广义加性模型（ＧＡＭ）分析了中华白海豚目

击率与海况、水深、底层水温、盐度、ｐＨ 值、溶解氧、游泳生物密度、捕食种密度和离岸距离等的关系。 ＧＡＭ 模型对中华白海豚

目击率分布的总偏差解释率为 ６４．７％，游泳生物密度、水深、捕食种密度、离岸距离、底层水温等对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选择有

较大的影响。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华白海豚的活动与捕食种密度密切相关，但当捕食种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海豚目击率的

影响减弱，推测可能与食物较多时海豚逗留捕食时间减少有关；中华白海豚较为喜欢的水深在 １０ｍ 左右，这一模拟结果与以前

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中华白海豚对底层水温似乎有一定的选择性，当底层水温大于 １９．５℃时目击率明显下降，推测底层水温

可能影响了捕食种鱼类的分布，进而影响海豚的活动；离岸距离 ３ｋｍ 范围内是中华白海豚较为喜欢的水域，因此对这一水域范

围应给予重点保护管理。
关键词：中华白海豚；珠江西部河口；保护；目击率；广义加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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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ｌｐｈｉｎｓ ｆｏ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ｙｅａｒｓ． Ｗｅ ａｌｓ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１９．５° Ｃ． Ｉｔ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ｔ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０．１ ｔｏ ３ｋｍ， ｔｈｅ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３ｋｍ．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ｓ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ｔ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３ｋｍ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 （ Ｓｏｕ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中华白海豚 （ Ｓｏｕ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为沿岸河口定栖性小型齿鲸类，又名印度太平洋驼背豚 （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属海豚科（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ｄａｅ）白海豚属（Ｓｏｕｓａ），１９８８ 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１］。
２００８ 年国际自然及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将中华白海豚定为近危等级物种［２］，同时，其也被濒危野生动植物

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 Ｉ 收录［３］，属于禁止贸易物种。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沿岸水域［４］，在中国水域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的河口区［５］。

据公开的报道，中国沿海有中华白海豚分布的水域为：珠江口［６⁃１２］、厦门［１３⁃１７］、湛江东部海域［１８］、北部湾北部

沿岸［１９⁃２２］、台湾西南部沿岸［２３⁃２４］、潮州—汕头［２５］，以及李松海等人在海南三亚西南部也发现了中华白海豚的

分布［２６］。 上述报道对中国沿海中华白海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布、数量、个体识别及家域等种群基础生物学

方面，有关栖息地选择，特别是环境因子等如何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活动或迁移等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仅见个别

报道［１５，２７］，而栖息地选择的研究对中国沿海中华白海豚的保护规划和管理有很大的助益。 珠江口中华白海

豚种群的分布范围包括了珠江东部入海口（即伶仃洋）和西部入海口（西部河口区）冲淡水影响的区域，从伶

仃洋东部的深圳、香港水域向西延伸至江门市的上、下川岛水域，分布范围超过 ３０００ｋｍ２，种群规模超过 ２５００
头，被认为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所知最大的种群［１１］。 其栖息的珠江河口周边沿岸城市密集，密布着广州、深圳、
香港、珠海和澳门等城市，这些城市经济发达、人口密集，频繁的人类活动（如航运、填海造地等）加剧了中华

白海豚栖息地环境的变化，使其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研究该种群的分布或活动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可以

有效的了解中华白海豚对栖息地条件的要求，预测其分布范围和潜在的重要栖息地，为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管

理提供依据，如减少潜在栖息地的破坏及人类活动的干扰、栖息地的修复等。 同时，珠江西部河口属开放型的

河口区，有别于属于半封闭型海湾的伶仃洋区域，这与中国沿海甚至世界其他种群的栖息地有很大的相似性，
以珠江西部河口区作为研究区域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５３９　 ３ 期 　 　 　 王新星　 等：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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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鲸豚类动物的活动范围较大，由于活动能力较强而难以追踪，为研究其季节迁移带来一定的困难。
研究表明，在不同研究尺度下，海洋鲸豚类动物的分布与环境要素相关，这些要素包括自然地理要素（水深

等）和海洋要素（水温和叶绿素浓度等） ［２８⁃２９］。 这些因素对海豚的影响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 水温对鲸豚

类分布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自身体温调节的能量成本［３０］，间接影响表现为对鱼

类、头足类和浮游动物等饵料的分布。 而鱼类和头足类的分布则与海洋水文特征及环境要素相关，包括水深、
上升流和海洋锋面等。 鲸豚类的饵料生物在不同时间有水平移动也有垂直移动，这使得在小尺度时空范围内

很难预测其栖息地使用模式。 在小尺度范围内，测定环境参数要比测定饵料生物更为方便。 环境参数可以较

好的模拟小尺度范围内鲸豚类的栖息地偏好［３１］。 了解中华白海豚的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可以识别其栖

息地使用要求和分布模式，提供更详细的捕食习性和识别潜在的重要栖息地。
ＧＡ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广义加性模型）模型首先由 Ｈａｓｔｉｅ 等［３２］ 提出，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ＧＡＭ 模型分析方法已用来分析海洋经济鱼种分布与地理及环境变量的关系［３３⁃３６］，应用于海洋鲸豚类栖息地

选择分析也越来越普遍［３７⁃３８］。 在珠江西部河口水域，已有关于中华白海豚的分布及其季节迁移趋势的报

道［１２］，但目前还没有针对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的分布与海洋环境因子（包括其他游泳生物等）关系的研

究。 本文使用 ＧＩＳ 和 ＧＡＭ 统计模型，利用 ２０１２ 年珠江口西部河口的海豚截线观测、渔业资源及环境要素定

点采样数据，分析包括以下 ３ 个方面的内容：（１）珠江口西部河口渔业资源的密度分布；（２）中华白海豚分布

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水深、底层水温、盐度、ｐＨ 值、溶解氧和离岸距离等）；（３）中华白海豚分布与其他游泳生

物资源的关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分为海豚截线观测和渔业资源及环境要素定点采样调查，观测截线和渔业资源及环境要素采样

站位见图 １。 调查海区位于珠江口西部河口区域，东起珠海市横琴岛西南，西至江门市下川岛以东，覆盖磨刀

门、鸡啼门、虎跳门和崖门等珠江西部四大入海口门。 调查区域设置了一系列的平行观测截线，截线由岸边水

深 ３ｍ 附近（调查船吃水深度 ２．５ｍ，略大于 ２．５ｍ 以保证航行安全）向南延伸至 ２０ｍ 等深线附近，截线间隔约

４ｋｍ，预设截线总长约 ４４０ｋｍ，调查范围为：１１２．６７°—１１３．５°Ｅ、２１．５°—２２°Ｎ。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分为海豚调查和渔业资源及环境要素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１２ 月，于丰水期（５ 月和 ８ 月）和
枯水期（２ 月和 １２ 月）各进行了 ２ 个航次，即海豚和渔业资源等均进行了 ４ 个航次的同步调查。 中华白海豚

观测以船基截线法进行，目视观测和数据记录依据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等［６⁃７］ 方法进行。 使用粤东莞 ００５８９ 渔船作为观

测船，观测台设于船艏上甲板，目视点离水面约 ４—５ｍ。 在适宜的观测条件下（蒲福海况 ０—５ 级，无大雨，能
见度不小于 １２００ｍ），船只以 １３—１５ｋｍ ／ ｈ 的航速沿预设截线航行，由 ２ 人组成一班同时观测，主观察员用内

置指南针双目望远镜（Ｎｉｋｏｎ７×５０ ＩＦ ＷＰ）观察，副观察员用肉眼观察兼数据记录，每隔 ０．５ｈ 按顺序轮换主观

察员。 观测记录包括截线观测记录和海豚目击记录：截线观测记录主要包括观测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和位置、
航速、航向、海况、能见度和航程等，发现海豚将结束一个观测系列，同时估算海豚个体数、群体组成等；海豚目

击记录包括首次目击的时间、位置、角度、目测距离、个体数、组成和行为等。 位置、航速和航程均由 ＧＰＳ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ｓｔ ２１０）获得，航向和角度由望远镜测得。

渔业资源及环境要素采样调查与海豚截线调查同步进行。 在海豚观测截线范围内设置 ７ 个剖面由浅水

区至深水区纵向分布的系列采样站点，共 ２７ 个，分列于不同的水深梯度（５—２０ｍ）。 使用底层单拖渔船，采用

定点拖网的方式，在海豚调查的同一天进行拖网采样。 每个站位拖网一次，船速为 ３—４ 节，每网拖 ３０ｍｉｎ，拖
网距离约 ３ｋｍ。 起网后，在现场对渔获物全部取样分析，包括种类鉴定和生物学测定。 种类分类鉴定到种，每
个种类均测定样品的总重量、总尾数以及最小、最大体长和最小、最大体重。 在拖网前进行环境要素的采样，

６３９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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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底层水温、盐度、ｐＨ、ＤＯ（溶解氧，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渔业环境要素采用 ＹＳＩ ５５６ ＭＰＳ 型多功能水质仪在

现场测定。

图 １　 ２０１２ 年珠江口西部河口海豚观测截线和渔业资源、环境要素采样站位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Ｓ：渔业资源和环境要素采样站点；Ａ：渔业资源和环境要素采样站点

１．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将研究区域沿着观测截线分为 ４ｋｍ×８ｋｍ 网格，这样折中的处理可以减少大多数网格没有海豚观测数据，
同时又可与环境要素建立联系，基于网格的研究方法可以减少数据上的自动相关性这个潜在问题。 研究区域

分为 ５６ 个网格，覆盖区域为 １１２．６７°—１１３．５°Ｅ、２１．５°—２２°Ｎ。 由北向南将所有网格用不同颜色程度分为 ５ 个

子区域，依次为 ＳＡ１， ＳＡ２，ＳＡ３，ＳＡ４ 和 ＳＡ５（区域网格见图 ２）。 为了便于海豚观测数据的定量分析，因海豚

观测首先以群体作为发现目标，引入群体观测努力量 ＳＰＵＥ（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ｓ ｐｅｒ １００ｋｍ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ｆｆｏｒｔ），即每 １００ｋｍ 的

截线观测努力目击到的海豚群数，简称海豚目击率。 利用 ＧＡＭ 模型分析海豚目击率与环境因子关系。 根据

调查经验，选取 ９ 个可利用的环境数据及可能影响海豚目击率的因子：海况、水深、底层水温、盐度、ｐＨ 值、溶
解氧、捕食种密度、游泳生物密度和离岸距离。 香港水域的研究表明，石首鱼科、带鱼科、鳀科和鲱科鱼类占其

捕食消耗的 ９３％［３９］。 在这些科的鱼类当中，叫姑鱼（Ｊｏｈｎｉｕｓ ｇｒｙｐｏｔｕｓ）、棘头梅童鱼（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汉氏

棱鳀（Ｔｈｒｉｓｓ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ｉ）等河口鱼类是中华白海豚最为喜好的捕食鱼类，本文所定义的捕食种密度指的是上

述鱼类的分布情况。
环境因子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分析数据时，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判定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当两者

存在共线性关系时，只选取其中一个变量为解释变量［４０］。
采用扫海面积法对研究区域渔业资源进行资源量评估［４１］，计算公式如公式（１）：

Ｄ＝ Ｙ ／ Ａ （１－Ｅ） （１）
式中，Ｄ 为标准资源量（ｋｇ ／ ｋｍ２）、Ａ 为每小时扫海面积（ｋｍ２ ／ ｈ）、Ｙ 为平均捕捞率（ｋｇ ／ ｈ）、Ｅ 为逃跑率，本研究

Ｅ 取值为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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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广义加性模型（ＧＡＭ）
ＧＡＭ 模型是广义线性模型（ＧＬ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的推广，方程的一般形式为公式（２）：

Ｇ（Ｅ（Ｚ））＝ μ＋ ｆ１（Ｘ１） ＋ … ＋ ｆｐ（Ｘｐ） （２）
式中，Ｇ 连接函数，Ｅ 为期望，Ｚ 为应变量，Ｘ 为自变量，ｆ 为平滑函数（如样条平滑函数、局部平滑函数），μ 截

距，ｐ 为参数个数。
本研究分别利用 ＧＡＭ 模型建立调查期间每个网格的海豚目击率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每一次海豚目击率

变化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利用逐步回归方法 （ Ｒ 中的 ｍｇｃｖ 软件包［４２］ ），采用 ＡＩＣ （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信息准则和各解释变量的显著程度（Ｐ 值）对 ＧＡＭ 模型进行选择［４３］。 基于对数据的分析，本研究采

用 Ｐｏｓｓｉｏｎ 分布，自然对数为连接函数。

图 ２　 调查区域网格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ｐ ｏｆ ｇｒｉｄｓ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Ｂ、Ｃ、Ｄ、Ｅ：网格系统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网格系统子区域 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自北向南依次是 ＳＡ１，ＳＡ２，ＳＡ３，ＳＡ４ 和 ＳＡ５

２　 结果

２．１　 渔业资源调查结果

采用扫海面积法估算研究区域游泳动物的资源密度。 根据公式计算，该海域枯水期游泳动物的资源密度

介于 ６６７．８８—２６７９．９４ｋｇ ／ ｋｍ２之间，平均 １４４４．４１ｋｇ ／ ｋｍ２，各站资源密度见表 １，丰水期游泳动物的资源密度介

于 ２２７．０３—４０８５．２２ｋｇ ／ ｋｍ２之间，平均 １５７３．５７ｋｇ ／ ｋｍ２，各站资源密度见表 １。 本次调查共记录游泳动物 ２００
种，隶属 １９ 目 ８１ 科。 其中鱼类 １５ 目 ６１ 科 １３７ 种；甲壳类 ２ 目 １６ 科 ５５ 种；头足类 ２ 目 ４ 科 ８ 种。
２．２　 中华白海豚目击率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本研究共获取 ９ 个解释变量，包括海况、水深、底层水温、盐度、ｐＨ 值、溶解氧、捕食种密度、游泳生物密度

和离岸距离。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判定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当两者存在共线性关系时，只选取其中一个变

量为解释变量。 捕食种密度、盐度和 ｐＨ 值间的相关系数大于 ０．５，因捕食种是海豚的直接食物来源，对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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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率影响可能更明显，只选取捕食种密度分析；底层水温和溶解氧的相关系数大于 ０．５，底层水温比溶解氧

受外界影响波动更小，选取保留的变量为底层水温。 最终模型选取 ６ 个变量包括水深、离岸距离、海况、底层

水温、捕食种密度和游泳生物密度。 海豚目击记录位置水深变化在 ２０ｍ 以浅水域，底层水温变化范围为

１５．７５—３０．９℃，盐度变化范围为 １５．６—３３．６，ｐＨ 值变化范围为 ６．９３—８．１５，溶解氧变化范围为 ３．３—１３．４５。 海

豚目击率最大值的水深变化范围为 ５—１０ｍ。

表 １　 调查区域枯水期和丰水期游泳生物密度 ／ （ｋｇ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ｏｃ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ｋｔｏｎｓ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站位
Ｓｔａｔｉｏｎ

枯水期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丰水期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站位
Ｓｔａｔｉｏｎ

枯水期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丰水期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Ａ２ １９５９．８３ １７．７７ ８７１．００ １．１８ Ｓ１６ １２７４．７４ ２６．５９ ７３０．４０ １２．１９
Ａ３ ２０８３．８６ ４．１８ １１８７．６３ １０．９９ Ｓ１７ ２２２３．９７ １２．８２ ４０８５．２２ １７．００
Ａ４ １４７９．０７ １３．４９ ２３６５．６１ １３．８６ Ｓ１８ ８５４．５５ ２９．３１ １３３７．３９ ４３．６１
Ａ５ １９３０．８０ １３．６９ ２４４２．８１ ９．２６ Ｓ１９ １１９６．９９ １３．８４ ９４４．６６ ２０．１３
Ａ６ １５３３．８２ １２．７４ １１０９．３１ ２２．１２ Ｓ２ ２１４８．３３ １９．５２ ５１４．５２ ２９．６８
Ａ７ ２３６６．５７ ６．１７ １０７０．２０ １１．１２ Ｓ２０ １１３５．２９ １７．７１ １３８３．９６ ２３．００
Ｓ１ ７１０．５４ １２．２０ ５９０．８２ １６．３８ Ｓ３ １１３０．８９ ２８．３６ ３７０４．４９ １９．１９
Ｓ１０ ６６７．８８ １２．９１ ３８９６．５０ ２５．４６ Ｓ４ ６８２．７２ ２２．９１ ８８６．９４ ２８．７３
Ｓ１１ １６７５．０６ ２４．０９ ３３４３．８６ ２２．４８ Ｓ５ ２６７９．２４ ９．９２ ９９１．２４ １．９０
Ｓ１２ １６０７．７１ ３３．３２ ９０４．３０ ７．９８ Ｓ６ １０７０．１１ ４６．９０ ８８３．６９ ５．９９
Ｓ１３ １６５８．５０ ６３．３３ ２２７．０３ ５３．７２ Ｓ７ １４９４．７３ ４４．０９ ２９５５．０２ ６．３９
Ｓ１４ ９３７．８７ ２２．７６ １００２．２９ ４．４９ Ｓ８ ７０８．９６ ４４．０９ ９１５．４３ ７．７３
Ｓ１５ ９７８．５４ ２０．３９ ７８２．９９ １３．０４ Ｓ９ １３６４．００ ２．８３ １７８５．４９ ２９．７７

ＧＡＭ 模型中各个因子的显著性和 ＡＩＣ 值见表 ２，结果显示，选取的 ６ 个解释变量均极显著（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５）。 图 ３ 反映了海豚目击率与水深之间的关系，水深范围在 ５—１０ｍ 变化时，随着水深增加，海豚目击率单

调递增，当水深范围在 １０—１５ｍ 变化时，海豚目击率变化较小，但当水深大于 １５ｍ 后，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减；
反映了海豚目击率与离岸距离的关系，当离岸距离范围在 ０．１—３ｋｍ 时，随着离岸距离增加，海豚目击密度单

调递增；当离岸距离大于 ３ｋｍ 时，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减；反映了海豚目击率与底层水温之间的关系，当底层水

温范围在 １７—１９．５℃时，曲线波动变化较小；当底层水温大于 １９．５℃时，曲线递减明显，分析数据也发现，此处

方格主要位于海豚调查截线的边缘，也即处在 ２０ｍ 等深线附近；反映了海豚目击率与海况的关系，随着海况

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减，近似为直线。

表 ２　 ＧＡＭ 模型拟合结果的偏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ＧＡＭｓ） ｆ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 ｄａｔａ

模型因子
Ｍｏｄｅ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残差自由度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估计自由度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ＩＣ 值
ＡＩＣ ｖａｌｕｅ

累计解释偏差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

Ｆ 检验
Ｐｒ（Ｆ）

偏差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游泳生物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ＷＤ′ｓ ｐｒｅｙ ｆｉｓｈ ／ （ｋｇ ／ ｋｍ２）
４９．０６ ２．９３９ ３８１．６２ １９．７ ８．３×１０－１５∗∗∗ ３０７．２５

水深 Ｄｅｐｔｈ ／ ｍ ４７．０４ １．９７７ ２９６．７３ ４３ １．７５×１０－１２∗∗∗ ２１７．９７
捕食种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ＷＤ′ｓ ｐｒｅｙ ｆｉｓｈ ／ （ｋｇ ／ ｋｍ２）
４６．０９ ２．７０８７ ２８５．８１ ５０．６ ０．０００３１１∗∗∗ ２０５．４９

离岸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ａｎｄ ／ ｋｍ ４３．５４ １．６１ ２７３．３９ ５６ ０．０００３３５ ∗∗∗ １８７．８８

底层水温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４０．１５ ３．０ ２５９．２９ ６１．４ ０．００５１１ ∗∗ １６７．１

海况 Ｂｅａｕｆｏｒｔ ｓｅａ ｓｔａｔｅ ３８．２７ １．０１１ ２４２．３６ ６４．７ ０．００１０９ ∗∗ １４６．４１

　 　 Ｐｒ（Ｆ）指对本行模型与上一行模型进行离差分析时 Ｆ 检验所获得的 Ｐ 值：∗Ｐ ＜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ＣＷＤ：中华白海豚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ｔｅ ｄｏｌｐ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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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可见，海豚目击率与游泳生物密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游泳生物密度为 ８５０—１２５０ｋｇ ／ ｋｍ２范围

时，随着游泳生物密度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增；当游泳生物密度为 １２５０—２０００ｋｇ ／ ｋｍ２范围时，随着游泳生

物密度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减；当游泳生物密度大于 ２０００ｋｇ ／ ｋｍ２范围时，随着游泳生物密度增加，海豚目击

率单调递增；反映了海豚目击率与捕食种密度的关系，当捕食种密度范围在 ３８—２５０ｋｇ ／ ｋｍ２时，随着捕食种密度

的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增；当捕食种密度大于 ２５０ｋｇ ／ ｋｍ２时，曲线趋于平缓，变化较小。

图 ３　 中华白海豚群体目击率与环境因子的 ＧＡＭ 分析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ｐｂａ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Ｇ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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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广义加性模型（ＧＡＭ）无需限定变量的潜在关系，提供了灵活的、非线性框架来研究种群—环境模型。 本

研究中多数潜在关系是非线性的，表明 ＧＡＭ 模型是适合的。 对于珠江口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 ＧＡＭ 模型，利
用海豚目击率为环境因子的函数，某种程度上有说服力。

海洋鲸豚类动物对栖息地及生存环境变化有选择性［４４］，在高生产力区、中尺度海洋锋面和上升流地区，
中上层肉食动物变动与环境因素均已有研究，鲸豚类数量变动与叶绿素浓度相关［４５⁃４６］。 研究鲸豚类数量变

动时空关系与环境因子一般通过间接方法，不同的研究尺度结果差异较大。 鲸豚类生物通常以鱼类等游泳生

物为食，充分了解研究区域的水文要素和海流系统、以及鲸豚类的习性易于发现数量变动关系。
３．１　 海豚目击率与其他游泳生物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渔业资源调查，共记录游泳生物 ２００ 种，隶属 １９ 目 ８１ 科。 其中鱼类 １５ 目 ６１ 科 １３７ 种；甲壳

类 ２ 目 １６ 科 ５５ 种；头足类 ２ 目 ４ 科 ８ 种。 获得海豚主要食物鱼类共 ２６ 种，分别有花鰶（Ｃｌｕｐａｎｏｄｏｎ ｔｈｒｉｓｓａ）、
斑鰶（Ｃｌｕｐａｎｏｄｏｎ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鳓（ Ｉｌｉｓｈ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印度鳓（ Ｉｌｉｓｈａ ｉｎｄｉｃａ）、金色小沙丁鱼（Ｓａｒｄｉｎｅｌｌａ ａｕｒｉｔａ）、雷
氏小沙丁鱼 （ Ｓａｒｄｉｎｅｌｌ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ｉ）、黄鲫 （ Ｓｅｔｉｐｉｎｎａ ｔａｔｙ）、凤鲚 （ Ｃｏｉｌｉａ ｍｙｓｔｕｓ）、康氏小公鱼 （ 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ｍｍｅｒｓｏｎｉ）、汉氏棱鳀（Ｔｈｒｉｓｓ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ｉ）、长颌棱鳀（Ｔｈｒｉｓｓａ ｓｅｔｉｒｏｓｔｒｉｓ）、杜氏棱鳀（Ｔｈｒｉｓｓａ ｄｕｓｓｕｍｉｅｒｉ）、皮氏叫

姑鱼 （ Ｊｏｈｎｉｕｓ ｂｅｌｅｎｇｅｒｉ）、杜氏叫姑鱼 （ Ｊｏｈｎｉｕｓ ｄｕｓｓｕｍｉｅｒｉ）、白姑鱼 （ 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棘头梅童鱼

（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截尾白姑鱼（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 ａｎｅｕｓ）、勒氏短须石首鱼（Ｕｍｂｒｉｎａ ｒｕｓｓｅｌｌｉ）、银牙 （Ｏｔｏｌｉｔｈｅ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ｓ）、尖头黄鳍牙 （Ｃｈｒｙｓｏｃｈｉｒ ａｕｒｅｕｓ）、大黄鱼（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 ｃｒｏｃｅａ）、短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 ｂｒｅｖｉｓ）、带鱼

（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 ｈａｕｍｅｌａ）和南海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 ｎａｎｈａｉｅｎｓｉｓ）等。 不同季节海豚食物鱼类种类和数目有差别。
本文分析结果中，海豚目击率与游泳生物密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游泳生物密度为 ８５０—１２５０ｋｇ ／

ｋｍ２范围时，随着游泳生物密度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增；当游泳生物密度为 １２５０—２０００ｋｇ ／ ｋｍ２范围时，随
着游泳生物密度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减；当游泳生物密度大于 ２０００ｋｇ ／ ｋｍ２范围时，随着游泳生物密度增

加，海豚目击率又单调递增。 一般来说海豚目击率多数与游泳生物密度呈正相关，但分析中却呈现先递增后

递减再递增的波动变化，原因可能与游泳生物渔获中的海豚捕食种所占比例有关，本调查中海豚捕食种在游

泳生物中的比例变化范围为 １．９％—６３．３％，即捕食种密度与游泳生物密度并非呈现正相关，这可能是导致海

豚目击率波动的因素。
为消除游泳生物中非中华白海豚捕食种的干扰，我们进一步单独考察了海豚目击率与捕食种密度的关

系。 当捕食种密度范围在 ３８—２５０ｋｇ ／ ｋｍ２时，随着捕食种密度的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增；但当捕食种密度

大于 ２５０ｋｇ ／ ｋｍ２时，曲线趋于平缓，变化较小，模拟结果说明中华白海豚的活动与捕食种密度密切相关。 但

是，模拟结果也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即当食物来源不多时，海豚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在食物较多的水域觅食，
此时捕食种密度对海豚目击率的正面影响较大，而当水域的食物来源充足时，海豚只需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

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在某一特定水域的逗留时间变短，此时食物密度因子对海豚目击率的正面影响有所

弱化。
３．２　 海豚目击率与水深的关系

水深对海豚目击率有影响，水深范围在 ５—１０ｍ 变化时，随着水深增加，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增，当水深范

围时在 １０—１５ｍ 变化时，海豚目击率略呈递减趋势但变化较小，但当水深大于 １５ｍ 后，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减。
水深被认为是限制中华白海豚的离岸分布的要素之一，在南非水域 ２５ｍ 等深线被认定为中华白海豚离岸分

布的临界深度［４７］，陈涛等于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认为 ２０ｍ 等深线可能是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离岸分布

的边界，５—１０ｍ 为其主要分布区，丰水期趋向 ５ｍ 以浅的近岸水域活动，而枯水期时趋向 １０ｍ 以深的离岸水

域活动［１２］。 本文的模拟结果与陈涛等数年前的统计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也进一步说明在这一区域，不同调查

年份海豚分布对水深选择的变化不大，其较为喜欢的水深在 １０ｍ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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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海豚目击率与离岸距离的关系

影响海豚目击率因子包括离岸距离，当离岸距离范围在 ０．１—３ｋｍ 时，随着离岸距离增加，海豚目击密度

单调递增；当离岸距离大于 ３ｋｍ 时，海豚目击率单调递减。 说明珠江口的中华白海豚主要活动于离岸距离小

于 ３ｋｍ 的近岸水域，而离岸 ３ｋｍ 以内的近岸水域是人类活动干扰最为剧烈的水域，如填海造地等活动。
Ｋａｒｃｚｍａｒｓｋ 等在非洲 Ａｌｇｏａ 港水域调查表明［４７］，海豚分布在距离岸边 ２００—４００ｍ，占目击次数的 ５８．６％，Ｐａｒｒａ
等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北部调查表明［４８］，海豚的目击分布离岸距离多小于 ５ｋｍ。 可能是不同水域地形环境

的离岸活动范围会有所差异，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离岸分布的临界深度要小于南非水域，但其离岸分布

距离要远大于南非水域，而小于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北沿岸海域。
３．４　 海豚目击率与水温的关系

水温对于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偏好及分布影响已有研究，但选取的水层多为表层水温，结果表明表层水温

对其栖息地偏好和分布无显著影响［１５，２７］。 本文的研究选择了底层水温，底层水温受气温变化的影响较小，其
波动变化幅度也较表层小。 珠江口属典型的河口湾，夏季底层水温最高为 ２９．２℃，最低为 ２１．９℃；冬季水温分

布比夏季均匀，温差在 ２℃左右，水温变化范围 １６．６—１８．７℃，表底层水温分布趋势基本相同，在河口湾附近海

域，水温由岸往外呈递增的变化趋势［４９］。 在本文的研究中，当底层水温范围在 １７—１９．５℃时，海豚目击率的

曲线波动变化较小；当底层水温大于 １９．５℃时，曲线递减明显。 海豚为哺乳动物，水温变化可能对其直接影响

不大，而鱼类等对水温的变化较为敏感，因此底层水温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捕食种鱼类分布的变化，进而影响到

海豚分布。
比较底层水温的空间分布时，发现本次调查中底层水温大于 １９．５℃时，一般位于 ２０ｍ 等深线附近。 陈涛

等曾认为 ２０ｍ 等深线可能是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离岸分布的边界［１２］，本文的底层水温模拟结果进一步

解释了为何是 ２０ｍ 等深线，底层水温可能是主要的限制因子，底层水温直接限制着捕食种鱼类的分布，进而

影响到海豚的离岸分布。 在其他区域，如珠江东部河口的伶仃洋，大屿山与桂山岛之间的大濠水道水深超过

２０ｍ，但也是中华白海豚使用率较高的区域之一［６］，该水道的底层水温可能不高，适合中华白海豚捕食种鱼类

的栖息。 这一现象对判断中国沿海其他区域中华白海豚的离岸分布边界有参考意义。
３．５　 海豚目击率与海况的关系

海况与海豚群体目击率的关系表现为，随着海况增加，海豚群体目击率单调递减，近似为直线。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等在香港水域的统计表明［６］，海豚群体的目击率随着海况的增大显著递减，本文的 ＧＡＭ 模拟结果进一步印

证了这个统计结果。 但是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的分析也表明，采用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评估海豚的数量时，当海况为 ０—３ 级时评

估结果变化不大，在无更多观测数据的情况下误差仍处于可接受的范围，但当海况大于 ３ 级时评估结果将显

著减少，因此在评估海豚数量时一般选用 ０—３ 级的观测数据，以避免评估结果的偏低。 因为当 ４ 级及以上蒲

福海况时，海面的白浪较多，会干扰观测效果，影响到海豚的目击率。
３．６　 保护建议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主要使用离沿岸 ３ｋｍ 范围以内的水域，而该水域范围

是流刺网、底拖网等捕捞作业的主要水域，也是沿岸填海主要影响区域。 因此，沿岸的捕捞作业，以及填海造

地对中华白海豚种群的影响巨大。 不但会造成重要栖息地的丧失以及食物资源的紧张，渔业捕捞还会误捕或

误伤中华白海豚，如渔网割伤或缠绕，加剧种群的生存压力。 为了有效地保护这一河口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河口沿岸的填海需谨慎，限制流刺网等渔业生产渔船数量，同时对已填海破坏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通过适宜

的人工鱼礁投放和增殖放流等措施保证海豚的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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